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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采用主成分因子法选取了反映新型城镇化与农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各 20个指标，通过测定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再运用 VAR模型描述两者之

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广东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逐步上升，先后经历“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

调-中级协调”，目前整体耦合度并不高；广东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产生正向拉动效应，较强于农业现代化的反作

用，而长期内这种拉动效应渐渐被强化趋于平稳。因此，为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应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现

代化的正向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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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re two important aspect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is paper, 20 indicators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
tural modernization are selected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method, an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
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determined,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described by VAR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co⁃
ordination degree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gradually increas⁃
ing, and has experienced "maladjustment-verging imbalance-primary coordination-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Guangdong′s new urbanization has a positive pull effect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hich is stronger than the re⁃
ac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long run, this pulling effect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nd tends to be sta⁃
ble.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
tive pulling role of new urbanization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New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Guangdong

新型城镇化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我国经

济发展方式转换的重要路径。目前，广东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较大差

距，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成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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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的桎梏。因

此，辨析和洞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

“两化”）的关系，建立评价“两化”发展水平的指

标体系，采用实证方法对广东新型城镇化与农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广东新型城

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发展策略与政策建

议，对广东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走在前

列”的广东讲话精神，为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筑坚实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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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战略方向。

1 文献回顾及评价

新型城镇化 [1]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既相互制

约，又相互促进 [2]。两者的协调发展建立在遵循

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各个系统之间及系统内

部各构成要素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相互作用，并

由此达到理想状态的演化过程 [3]。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理论研

究主要集中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两者关系、存在问题和协调发展路径选择等方

面 [4]。部分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内在逻辑是体现要素

互补、发展互动和目标互融。曹俊杰等 [5]认为新

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面临土地城镇

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协调

等障碍，如快速城镇化造成耕地不断减少，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缺乏持续性。谢天成等 [6]以昆山

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为例，指出两者

协调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

现代化同步并不是“两化”齐步走，而是协调和共

享的一种表现，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和相互发

展的 [7]。在有关的实证研究中，汪晓文等 [8]指出中

国的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发展自 21世纪以

来经历“严重失调-初级失调-低度协调-中度协

调”的演变过程。赵颖文等发现中国新型城镇化

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处于正向耦合中的磨合

阶段 [9]。黄惠英等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

的关系 [10]。
现有的研究未能回答如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

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等深层次问题，部分研究仅

采用一种方法研究该问题，只从表面上探讨新型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很少考虑两者间的

内在逻辑机理联系；在研究对象及样本的选取方

面，现有研究多以中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鲜

有来自广东的样本。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异质，不

同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呈

现差异化，简单地将问题“一刀切”的研究方式会

降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广东是改革开放的“领

头羊”，是农业经济新业态的“桥头堡”。促进广

东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广

东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战略路径。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本文将广东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关

系定义为社会系统层，“两化”为该系统层的两个

子系统层，这两个子系统层存在内在联系；分别

选取 4个反映准则层（投入现代化、经济现代化、

生产条件现代化和生活条件现代化）的指标对

“两化”的现代化水平及协调关系（系统层）进行

测评（表 1）。
表1 广东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广 东 新

型 城 镇

化 和 农

业 现 代

化 协 调

发 展 程

度

子系统层(目标层)

新型城镇化(NU)

准则层

城镇投入现代化

城镇经济现代化

城镇生产条件现代化

指标层

U1：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U2：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元/人）
U3：国有企事业单位工程和科技人员（人）

U4：城市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元/人）
U5：城镇从业人员占比（%）
U6：第二产业占比（%）
U7：第三产业占比（%）
U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U9：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
U10：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
U11：人均市辖区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美元/人）
U12：人均等级公路里程（公里/人）
U13：单位工业GDP废水排放量（t/万元）

U14：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量（万元）

U15：第二、三产业终端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指标类型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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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

1997～2016》《广东农业统计年鉴 1997～2016》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97～2016》。
2.2 耦合协调模型及等级类型

2.2.1 耦合协调模型

本文建立反映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

关系的耦合协调模型，“两化”的耦合度为：C2 =
[ (u1 × u2 )/ (u1 + u2 )2 ]1/2。其中 u1和 u2分别表示“新

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评价指数，当

C2=1，两者处于最优耦合状态，系统间的相互促进

作用最强；当 C2=0，两者没有关联，处于无序混乱

发展状态，甚至可能发生拮抗作用。在此基础

上，建立如下的耦合协调模型。

D = (C × T ) 1/2 = (C × (αu1 + βu2 ) ) 1/2 ……（1）
其中 D和 T分别表示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

化的耦合协调度和综合协调指数，若D越接近于 1，
则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就越高。α和 β为待

定系数，分别表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

贡献系数，取值主要取决于二者贡献的大小。在城

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处

于同等重要的位置，α和 β分别取 0.5和 0.5。
关于“新型城镇化”（u1）和“农业现代化”（u2）

的综合评价指数的提取，本文对原数据序列采用

无量纲化处理，采用主成分因子方法，根据各准

则层权重和指标层因子的权重，确定新型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

2.2.2 耦合协调等级类型

为了准确反映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

合协调发展程度类型，综合已有研究，本文将其

耦合协调程度从“良好协调”到“失调”划分为五

个等级（表 2）。
3 实证结果

3.1 “两化”耦合协调

1996～2015年，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之

间耦合协调度慢慢上升，经历了“失调-濒临失

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表 3），协同效应逐步向

较高水平迈进。

续表1

系统层

广 东 新

型 城 镇

化 和 农

业 现 代

化 协 调

发 展 程

度

子系统层(目标层)

农业现代化(AM)

准则层

城镇生活条件现代化

农业投入现代化

农业经济现代化

农业生产条件现代化

农村生活条件现代化

指标层

U16：城镇人均居住面积（m2/人）
U17：百户家庭空调数量（台）

U18：百户家庭电冰箱数量（台）

U19：人均市辖区绿地面积（667 m2/人）
U20：城市恩格尔系数（%）
A1：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A2：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667 m2/人）
A3：农业科技开发机构人均经费支出（元/人）
A4：农村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元/人）
A5：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A6：劳动人均粮食产量（t/人）
A7：劳动人均肉食产量（kg/人）
A8：非城镇化率（%）
A9：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之比（%）
A10：农业劳动生产率（元/人）
A11：单位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农业总动力（W/667 m2）
A12：人均农村用电量（kW·h/人）
A13：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折纯量（kg/667 m2）
A14：单位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农药使用量（kg/667 m2）
A15：耕地有效灌溉面积（667 hm2）
A16：农村人均居住面积（m2/人）
A17：百户家庭空调数量（台）

A18：百户家庭电冰箱数量（台）

A19：百户家庭摩托车（辆）

A20：农村恩格尔系数（%）

指标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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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两化”耦合协调等级变化历程，可将

1996～2015年分为如下四个时间段。

（1）1996～2001年，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

化处于第Ⅴ级（失调阶段）（耦合协调度低于

0.38）。“九五”期间，广东将资源主要投放在珠江

三角洲一带，缺少对全省农村农业方面投资，2001
年，广东省农业人口人均财政投入仅 144.31元，导

致广东“三农”问题趋于恶化，致使城乡发展差距

拉大，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处于“失调”阶

段。

（2）2002～2003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

化的耦合协调度介于 0.38～0.49之间，处于第Ⅳ
级（濒临失调阶段）。从 2001年《关于全面清理整

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开始落实到

2003年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我国开启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质进程，广东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此期间取消了诸多

影响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收费和限制。农

民进城务工不仅增加了自身收入，促进了农业产

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也促进了城镇化水

平提升和城市经济社会繁荣。但由于城乡“二

元”制度障碍短期内难以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

仍然存在，广东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耦合协

调度虽然出现好转，但仍处于“濒临失调”状态。

（3）2004～2009年，广东新型城镇化与农村

现代化耦合协调度从 0.5提升至 0.69，从“濒临失

调”阶段迈入“初级协调”阶段。中共中央解决

“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连续颁布和实施以来，

广东省各级政府也开始重视“三农”领域的发展

问题，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

工作方针，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

发展的长效机制，促使广东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

代化两方面相互融通、协同发展，并正式进入螺

旋上升时期；其耦合协调度从“濒临失调”转向

“初级协调”。

（4）2010～2015年，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

化耦合协调度逐步从“初级协调”阶段步入“中级

协调”阶段。2010年后，广东深化了户籍制度改

革，放宽了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

镇落户条件，促进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

城镇落户；同时持续加大省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

入力度，并积极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农业农村，有

力地促进了资源要素向农村集聚；至此，农村居

民收入增速（9.0%）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7.2%）。随着广东逐步建立了实现“三个定位、

两个率先”目标保障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广东的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耦合协调。

3.2 “两化”内在联系

耦合协调模型只是反映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

代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不能精确反映两者的

互动作用或内在联系。本文对此采用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予以实证探究。在建立 VAR模型之

表2 耦合协调度及等级

耦合协调度

0.9～1
0.7～0.89
0.5～0.69
0.39～0.49
0～0.38

耦合阶段

良好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濒临失调

失调

等级

Ⅰ
Ⅱ
Ⅲ
Ⅳ
Ⅴ

耦合特征

“两化”处于和谐稳定阶段，协同效应达到最为理想状态

“两化”达到一定阶段，具有显著的协同互补效应

“两化”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存在协同效应

“两化”处于拮抗期，协同互补效应不明显

“两化”不协调，城镇化的发展挤占农业现代化发展

表3 “两化”耦合协调结果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耦合度

0.487 6
0.358 0
0.432 7
0.403 6
0.378 6
0.413 2
0.445 8
0.473 8
0.480 9
0.486 4

耦合协调度

0.104 6
0.142 6
0.214 8
0.255 2
0.303 2
0.358 5
0.413 5
0.488 4
0.516 8
0.549 8

类型

失调

失调

失调

失调

失调

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耦合度

0.488 1
0.488 0
0.494 4
0.495 5
0.495 9
0.496 1
0.497 7
0.497 9
0.497 9
0.498 9

耦合协调度

0.588 8
0.615 3
0.648 6
0.675 3
0.702 4
0.727 9
0.758 0
0.760 5
0.778 5
0.816 6

类型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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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首先对“两化”变量进行 ADF单位根检验，检

验发现变量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单位

根，一阶差分后，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

单位根，故“两化”变量在 10%显著性水平下均是

一阶单整。然后根据 AIC、SC和 HQ准则，确定

“两化”变量的最优滞后期是滞后三期，进而建立

VAR（3）模型，最后进行平稳性检验，得知“两化”

变量的 AR根模倒数均小于 1，所有根都在单位圆

内，故 VAR（3）模型是平稳的。为描述新型城镇

化与农村现代化之间的互动趋势，采用脉冲响应

函数进行探讨，结果见图 1。
图 1的右上图，农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冲

 
图 1 脉冲函数响应图

击很微弱，短期内对新型城镇化产生负冲击，阻

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城

镇化在受农业现代化冲击后产生的负向响应慢慢

收敛。长期内，农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的正面

影响可以忽略、不可持续。这可能与广东从“九

五”到“十二五”规划期间、长期坚持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发展理念有关。囿于

要素或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错配，广东珠三角城镇

的迅速发展与粤东西北城镇的发展滞后形成的鲜

明悬殊对比，致使农业现代化再难以促进新型城

镇化的发展。

图 1的左下图，农业现代化受新型城镇化的

冲击呈现先下滑后上升而后趋向平缓的发展趋

势。在初期，广东新型城镇化引领农业现代化的

正效应随着时间推移慢慢下滑，到第 2期末此效

应发生转折，缓慢上升，这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对

农业现代化存在一定的正向拉动效应。

总体上，广东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正

向拉动作用明显强于农业现代化的反作用。随着

广东城乡二元化系列制度障碍破除和城镇化进程

加快，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效应将会

越来越强，“两化”耦合协调度从“中级协调”阶段

步入“良好协调”阶段。

4 结论与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是个系统

工程，事关广东现代化建设。本文采用主成分最

大平衡值法，选取了反映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

展水平的各 20个指标，以此测定新型城镇化与农

业现代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再运用 VAR模型描

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广东新型城

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从“九五”到“十

二五”逐步上升，先后经历“失调-濒临失调-初级

协调-中级协调”，目前整体耦合度并不高；广东

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产生正向拉动效应，较

强于农业现代化的反作用，长期内，这种拉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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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渐渐被强化趋于平稳。

抓住广东经济调结构转方式的机遇，加强新

型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效应，促进“两化”

同步协调发展，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彻底破除各种制度壁垒，建立和完善促

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体制机

制。尽快出台广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

持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长规模同农业转移人口

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等以及具体措施，彻底破除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隐形门”和“玻璃

门”，增强各级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

并提高其为新市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消

除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顾虑，加快广东新型

城镇化发展，为广东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条件。

其次，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粤东西北地

级市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和专业镇“产城人”有机

融合等创新发展战略，开创广东新型城镇化与农

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的建设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合理优化人口与

产业的布局，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对中小城市发

展的带动作用。通过粤东西北地级市中心城区扩

容提质工程，大幅度提高粤东西北地级市中心城

区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度，吸纳当地存量农业人口

就近在中心城区落户，提高城镇化率。

最后，广东应实施特色涉农产业小镇战略，发

展农业人口就地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位于城乡

接合部的特色小镇既能与都市经济融为一体，又

能带动农业农村发展。积极创建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镇、涉农电子商务镇、岭南特色水果镇、

北运菜镇、热带亚热带花卉镇、糖蔗镇、名贵水产

品镇和海水珍珠镇等一批涉农特色小镇，通过打

造富有岭南特色的畜牧、水产养殖、花卉、蔬菜、

水果、茶饮、香料、中药材、林木等农产品现代产

业链，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实现农业

产业的优化升级和农业人口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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